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退化的影响分析——以永定河（北京段）和温榆河为例
第1章 绪论
[bookmark: _Toc292892133][bookmark: _Toc293242766]1.1 研究背景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为人类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同时，河流作为连接陆地与海洋的通道和全球水循环、养分循环与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自然界的物质和能量输送和传递至关重要，被称为“地球的动脉”，也为生物提供各种生境。
[bookmark: OLE_LINK11]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们在尽享河流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改造河流，以满足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所需的土地、供水、防洪、航运和污染消纳等服务。人类过度的干预会引发河流水文条件改变、形态结构破坏、水质污染严重和水生生境恶化等问题，并造成流域水资源短缺、水旱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降低和景观功能退化等，制约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1]。
在全球，为了满足供水或发电的需要，60%的主要河流被改道或在其上修建水坝，造成淡水鱼数目下降50%[2]。在中国，水资源方面，据水利部统计，2006年全国669个城市中约2/3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由此带来的工农业年损失数以千亿元。海河流域开发利用率高达90%，平原区河道常年断流的占河流数量的45%[3]。黄河1987年起连年断流，1997年断流达226天。华北地下水超采严重，最大超采量达到150%，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具有争议的“南水北调”工程正在兴建，以解决北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水环境质量方面，2009年，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3条河流408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中，I-III类、IV-V类和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7.3%、24.3%和18.4%[4]。全国近一半城镇、农村约3.6亿人饮用水源的水质不符合标准。水生态方面，据统计，全国鱼虾绝迹的河长达2400 km[5]。水旱灾害方面，河流淤积引起河道萎缩，降低河流的行洪能力。如长江1998年螺山站的最大洪峰流量仅为 64900 m3/s，较1954年的 78800 m3/s小得多，但洪水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33.17 m高l.78 m，这种小水大灾的现象还在海河干流、淮河干流及入江水道等河段出现[6]。
永定河（北京段）和温榆河都是北京的母亲河，两河一西一东，一处下游，一居源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化建设中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流域人口增加和经济社会发展，它们的功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都难以逃脱被污染、被破坏的命运。在海河水系中，永定河（北京段）成了“有河皆干”的典型，温榆河成了“有水皆污”的代表，它们失去了往日的川流不息和风光旖旎，取而代之的是风沙漫天和臭气逼人（见表1-1）。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永定河（北京段）和温榆河都被纳入“三环碧水绕京城”的生态治理计划中，将成为京西最大的生态休闲走廊和东北部最大的林水相依、清水长流的休闲湿地生态带。经过北京市多年治理，两河的状况都有所改善，但现状与这一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bookmark: _Ref292734783][bookmark: _Toc292748237][bookmark: _Toc292837929][bookmark: _Toc293243122][bookmark: OLE_LINK10]表 1-1  永定河（北京段）和温榆河对比
	
	永定河（北京段）
	温榆河

	地理位置
	海河水系最大的一条河流，全长747 km，流域面积47016 km2。北京段长170 km，由幽州入境，梁各庄处境，流域面积3168平方公里，占总流域面积的6.7%。 
	发源于燕山南麓，是北京市五条大河中唯一发源于境内的河流，起自昌平沙河闸，止于北关分洪枢纽，全长47.5 km，流域面积2478 km2。 

	途径区县
	门头沟、石景山、丰台、大兴、房山
	昌平、顺义、朝阳、通州

	主要水源
	上游桑干河、官厅水库来水
	城市退水、分散性污水等非常规水源

	主要生态功能
	防洪、灌溉、供水
	纳污、泄洪、排涝

	主要环境问题
	水量不足，河道断流
	水质污染，流动缓慢

	主要退化原因
	上游水库层层阻截，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
	排污超过环境容量，渠道化使净化能力降低

	北京市规划定位
	北京城西南的生态屏障，京西最大的生态休闲走廊 
	北京城东北最大的林水相依、清水长流的休闲湿地生态带 


河流生态问题引起了各国政府及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面对当今河流的严峻现实，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的污染防治及工程治理难以解决河流水环境存在的问题和满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的更高要求，从而向生态系统管理的方式转变，发展了“河流健康”、“人水和谐”、“生态治河”、“适应性管理”等管理理念和实践方式，要求在满足人类社会对河流生态服务价值的需求的同时，维持河流自身的健康生命，保持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完整。
然而，河流作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问题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例如，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会促使森林、草地转化为建筑用地，林地和草地的破坏会产生大量的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又使河流中的泥沙含量增加，同时，下垫面透水性的改变导致河流水文情势的变化，进而影响河流水生栖息地、河流形态及生物多样性。这种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角度来解释和解决环境或生态问题的思想已逐渐成为学术和资源管理界的共识。但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退化的主要影响及量化表达、作用机理与对策制定等仍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bookmark: _Toc292892134][bookmark: _Toc293242767]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本研究是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研究与综合示范主题——海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与水质改善技术与集成示范项目“北运河水系中游段生态治理关键技术与示范课题”以及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永定河生态服务价值与目标体系研究课题“永定河生态系统退化机理研究专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围绕“河流生态—流域经济—社会”系统，从河流生态服务的角度出发，对河流退化的表现、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和管理对策进行分析，以明确永定河（北京段）和温榆河水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自然因素及其耦合对河流退化的影响，探明河流退化的主导原因和机理，为河流管理和生态修复提供科学依据。
[bookmark: _Toc292892135][bookmark: _Toc293242768]1.3 主要研究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20]（1）从永定河（北京段）和温榆河水资源、水环境质量的现状和历史演变入手，识别退化主要表现；
（2）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对永定河（北京段）和温榆河退化的影响分析；
（3）永定河（北京段）和温榆河的河流退化肇因及机理分析；
（4）永定河（北京段）和温榆河的河流管理政策建议。
[bookmark: _Toc292892136][bookmark: _Toc293242769]1.4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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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
[bookmark: _Toc292892137][bookmark: _Toc293242770]第2章 文献综述
[bookmark: _Toc292892138][bookmark: _Toc293242771]2.1 河流健康与河流退化的概念发展
虽然河流退化（river degradation）在国内外文献中被广泛提及，但目前尚无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定义。从静态状况而言，河流退化对应于河流健康；从动态过程而言，它对应于河流改善或河流恢复，其目的为维持河流健康。本研究中既考察河流的现实状况也分析其动态演变过程，将河流退化视为未达到河流健康状态和背离河流健康的过程。
河流健康概念是伴随生态系统健康概念出现的。生态系统健康产生于1970年代全球生态系统普遍退化的背景下，始于人们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关注，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目前普遍认为，生态系统健康不仅包括生态系统方面的要素，而且还包括复杂的人类健康、价值、伦理、艺术、哲学和经济学的观点[7-9]。198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河流同样具有生命的特征，其形成、发展和演变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旦遭遇危机，将会对外界形成巨大的反作用力，使以河流为依托的其他生态系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10]。因此，河流不仅是可供开发的资源，更是河流生态系统的载体；不仅要关注河流的资源功能，还要关注河流的生态功能[11]。在新的生态环境理念的引导下，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河流健康”的概念，并很快得到澳大利亚、南非、欧洲和美国等国家的响应[11]，但不同学者对什么是河流健康状态尚未达成一致[12-15]。也有一些学者对河流健康概念提出了质疑，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种[11]：（1）无法确定河流健康的基准点；（2）河流健康的概念在科学意义上是主观的、模糊的；（3）河流健康是无法度量的。而哪些赞同河流健康概念的学者，多是将其作为河流管理的一种工具，并从生态系统观出发讨论河流的健康概念，认为健康的生态系统应该是稳定和可持续的。不同之处在于是侧重河流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还是社会经济属性，亦或兼顾人水和谐。据此可分为以下3类：
（1）侧重生态健康
侧重生态健康的河流健康定义往往以天然、未受干扰的河流为标准[16, 17]，仅考虑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而不考虑河流对人类社会的服务功能（表2-1）。这种定义对于发达国家受人类干扰较小的河流比较适用，但很难使用于开发利用程度较高的河流，尤其对于我国水资源紧缺、治河历史悠久、水体污染严重、淡水生态系统明显退化的现状来说比较缺乏实际意义。
[bookmark: _Ref292747679][bookmark: _Toc292748238][bookmark: _Toc292837930][bookmark: _Toc293243123]表 2-1  侧重生态健康的河流健康定义
	研究者
	对河流健康的定义

	美国《清洁水法修正案》(1972) [14]
	河流健康的标准为化学、物理及生物完整性，其中完整性指维持生态系统自然结构和功能的状态。

	欧盟水框架指令(WFD) (2000)[18]
	良好的生态状况主要从生物群落、水文和化学特性等3个方面进行考核。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19]
	可持续的健康河流是维持环境流量，即保证足够的鱼类、水生生物和有益植物生长所需流量的河流。

	Karr(1991) [20]
	将河流健康等同于生态完整性，认为河流健康就是河流的物理和化学属性（能源、水质和流量状态）和生物及栖息地在所有的尺度上与自然状态相匹配，强调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

	Scrimgeour(1996) [21]
	健康就是系统处于良好状态，能维持基本功能。

	Schofield(1996) [17]
	把健康定义为自然性，认为河流健康就是指与相同类型的未受干扰的（原始的）河流的相似程度，尤其是在生物完整性和生态功能方面。

	Simpson(1999) [16]
	河流健康是指河流生态系统支持与维持主要生态过程，以及具有一定种类组成、多样性和功能组织的生物群落尽可能接近受扰前状态的能力，把河流受扰前的原始状态当作健康状态。

	SER (2004) [22]
	河流健康是系统所处的某种状态或条件，对应于其生态发展过程其动态变化在正常范围内。


（2）侧重人类福利
一些学者较为强调河流对人类社会的功能价值，将能否满足人类需要作为河流是否健康的判据(表2-2）。但从功利主义出发的河流健康定义，如果在管理目标中不考虑河流生态系统自身的属性特征，很难达到河流生态保护的目的。
[bookmark: _Ref292747803][bookmark: _Ref293420251][bookmark: _Toc292748239][bookmark: _Toc292837931][bookmark: _Toc293243124]表 2-2  侧重人类福利的河流健康定义
	研究者
	对河流健康的定义

	澳大利亚河流健康委员会(1999)[23]
	健康河流是与其环境、社会和经济特征相适应，能够支撑社会需求以及生态系统、经济行为和社会功能的河流。

	Karr(1995)[14]
	即使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有所破坏，只要其当前与未来的使用价值不退化且不影响其它与之相联系系统的功能，也可认为此生态系统是健康的。

	Richard(1999)[14]
	强调河流健康与否必须依赖于社会系统的判断，对其判断应考虑生态功能与人类的福利要求。

	Rogers(l999)[24]
	从管理角度进行界定，坚持河流健康管理目标的设定必须以社会期望为基础。

	Norris(1999)[12]
	河流生态系统健康依赖于社会系统的判断，应考虑人类福利要求，健康系统应基本具备生态完整性以及可持续性。

	Ladson(2000)[25]
	强调河流健康是出于河流管理目的而产生的概念，考虑在河流或流域范围内建立一个基准状态。

	韩其为 (2007)[26]
	河流健康是指现状条件下按照可持续发展观经过人类适当的调控能正常发挥其功能。


（3）兼顾人水和谐
我国学者采用兼顾人水和谐河流健康的定义较多（表2-3），认为单一考虑生态保护标准（生物多样性等） 或单一考虑社会经济标准（如用水、防洪、发电等）都是片面的，需要在两种需求间取得平衡，妥善处理河流的开发与保护的关系[27]。尤其对长江、黄河的河流健康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表征，在这些定义中，虽然综合考虑了河流生态系统本身的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及其对于人类的价值，但如何将二者整合在河流系统概念中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
[bookmark: _Ref292747857][bookmark: _Toc292748240][bookmark: _Toc292837932][bookmark: _Toc293243125]表 2-3  兼顾人水和谐河流健康的定义
	研究者
	对河流健康的定义

	Meyer(1997)[28]
	健康河流不但要维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而且要包括其对人类社会的价值，在健康的概念中涵盖了生态完整性与对人类的服务价值。

	Fairweather(1999) [13]
	河流健康包含着活力、生命力、功能未受损害及其它表述健康的状态，其中河流健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观点在定义河流健康时是必不可少的，并进一步提出河流健康的判断应包括生态标准和人类由该系统获得的价值、用途和适宜性，即公众对河流的环境期望。

	Regier(1999)[14]
	健康作为一个概念应植根于一定的生态概念并结合一定的人类价值。

	李国英(2004) [26, 29]
	是指在河流生命存在的前提下，河流的社会功能与自然生态功能能够取得平衡，简单地说，河流在满足基本水量的前提下，具有稳定的河道、适度的洪水、清洁的水质、健康的流域生态系统和持续的造物能力等。维持黄河健康生命就是要维持黄河的生命功能，黄河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水资源总量、洪水造床能力、水流挟沙能力、水流自净能力、河道生态维护能力等方面。

	王薇(2005) [30]
	河流健康的目标应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持续和良好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因此，河流健康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即满足人类社会合理要求的能力和河流系统本身自我维持与更新的能力。

	吴阿娜(2005) [31]
	河流健康就是河流的结构合理，功能健全，正常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没有受到破坏，对自然干扰的长期效应具有抵抗力和恢复力，能够维持自身的组织结构长期稳定，并发挥其正常的生态环境效益。

	刘恒(2005) [19]
	河流健康的基本范畴表现在水、土、植物和功能四个方面。水指充足的水量、天然的流态和良好的水质；土指河岸和河床条件符合自然、稳定、渐变的态势；植物指沿河动植物尤其是水生生物保持丰富和多样性；功能指河流健康的社会经济价值，应体现在满足区域和流域生产生活的需要。

	蔡其华(2005) [32]
	健康的长江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具有足够的、优质的水量，供给和维持其自身的动力，保持河道和河势的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泥沙、污染物质输入以及其它外界干扰下，河流生态系统能够承受并自行恢复；水体的各种功能发挥正常，能满足人类合理需求，不致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构成威胁或损害。

	赵彦伟(2005) [33]
	处于健康状态的黄河，应将黄河现实基础条件、流域社会经济系统需求、黄河生态系统自身生存要求有机协调统一起来。

	Vugteveen(2006) [34]
	河流健康是考虑到人类社会、经济需求等，河流与其组织结构相对应的维持其生态功能（活力和抵抗力等）的能力等的一种状态。

	刘晓燕(2006) [35]
	健康的河流是指在河流生命存在的前提下，相应时期或河段的人类利益和其它生物利益能够取得平衡的河流，或河流的社会功能与自然生态功能能够取得平衡的河流。

	胡春宏(2007) [26]
	河流健康是指河流系统在各种环境的影响之下，河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保持相对稳定状态，并具有可持续发展不断完善的特性，满足周边环境（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需求。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内涵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河道的健康、流域生态环境系统的健康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健康。

	董哲仁(2007) [27]
	“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良好河流”概念包含双重含义，一方面要求人们对于河流的开发利用保持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上，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要求人们保护和修复河流生态系统，保障其状况处于一种合适的健康水平上。

	许炯心(2007) [26]
	既有自然意义上的河流健康，即河流自身的健康；也有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河流健康，即人-水关系的健康。这两种意义上的河流健康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把它们分开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

	陈吉余(2007) [26]
	一个是自然河流的角度，另一个是以人为本，从社会需求的角度，二者结合就成为人与河流和谐相处，才是健康的河流


综合以上论述，河流健康的含义可以概括为：河流的物理、化学、生物和生态的结构与功能保持完整，受到干扰后能自我恢复到受干扰以前的状态，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据此，本文将河流退化定义为：河流的物理、化学、生物和生态的结构与功能遭到破坏，不能自我恢复到受干扰以前的状态，从而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的状态和过程。
[bookmark: _Toc292892139][bookmark: _Toc293242772]2.2 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河流生态系统是指在河流内生物群落和河流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36]，由生物部分和非生物部分组成[37]（图2-1），包括河源、河源至大海之间的河道、河岸地区、河道、河岸和洪泛区中有关的地下水、湿地、河口以及其他依赖于淡水流入的近岸环境[38]。
[bookmark: _Ref292747933][bookmark: _Toc292748226][bookmark: _Toc292837899][bookmark: _Toc292893954][bookmark: _Toc293251124][image: ]图 2-1  生态系统的组成
[bookmark: _Toc292892140][bookmark: _Toc293242773]2.2.1 栖息地的组成
河流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为生物提供栖息地，它由河流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环境组成（图2-2）。
[bookmark: _Ref292747996][bookmark: _Toc292748227][bookmark: _Toc292837900][bookmark: _Toc292893955][bookmark: _Toc293251125][image: ]
图 2-2  河流栖息地的组成
（1）物理环境
[bookmark: OLE_LINK3]水文条件在水生生物需求的物理环境中处于最根本的位置。已有的研究覆盖了水量（quantity of flow）、流量出现的时机（timing of flow）、流量的变化性（variability of flow）以及流量极值（extremes of flow）等四个方面，并以流量出现时机的研究为最多，它们都对河流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39]。目前，全球性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用水需求，水资源管理的压力正与日俱增，世界上大部分河流中的水量较自然状态下明显减少，甚至有些干涸无水，水生生境极度退化[2]。不仅如此，河流的水文条件还影响着包括水温、河道基质与形态、水环境质量等其他理化指标，从而间接影响河流的生境。如流域的城市化造成下垫面不透水面积的增加，增大洪峰流量、洪水频率和缩短汇流时间，较大的流速往往增加河道的侵蚀，影响径流水质[40]。
水温直接影响生物的新陈代谢、生长发育与繁殖特性。水位变化、土地利用变化、河滨植被状况和水的来源（地下水或地表水或地下与地表的混合水）都会对水温产生影响。水温也通过影响水面蒸发、氧的溶解性、污染物的迁移、转化速率等过程，间接影响河流生境。
河床基质是重要的生物栖息地的构成，受河流地质、河滨植被、河道坡度与流量等因素影响。源头区的河道因坡度大、水流快，能将粗的泥沙等物质搬动，只留下直径较大的岩石未被冲走。而坡度小、水流缓的下游河道中，较小的泥沙也可沉积下来。河床基质一方面直接影响生物的生命过程，如大马哈鱼需要许多干净的小鹅卵石筑巢产卵[41]，过量的泥沙会直接导致水生生物窒息死亡；另一方面通过影响河流的自净能力、河床的透水性、营养物质和污染物的传输等间接影响河流生态。河道内的采泥挖沙活动对基质粒径的分布影响显著。
河道形态包括坡度、曲度及深潭、与浅滩的顺序性等，直接影响河流的流速、空气的扰动充氧和沉积物的输送等，对水生生物造成阻隔。河流的形态可从它的垂直断面（cross-section）、纵向面（longitudinal profile）和水平面（horizontal plane）来描述。垂直面由河深（a）、河宽（b）、齐岸深（c）与齐岸宽（d）等表示。纵向面由坡度、浅滩/深潭顺序性（riffle/pool sequence）等表示。水平面由景观格式（channel pattern），包括曲度（sinuosity）、曲流波浪长度（meander wave length）等表示。其中，浅滩与深潭都是最重要的河流水生栖息地。由于水深、水流速、含氧量等不同，它们构成了生境的多样性。在河道径流较小的情况下，浅滩的水速较快且扰动较大，因此含氧量高。一些喜氧的无脊椎动物在浅滩上往往得到了较好的生长与发育，并成为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深潭的水深较大、水速较慢，为一些鱼类提供了隐蔽与休息的场所，而河滨植被凋落的枝叶或长时间在深潭中滞留的昆虫，则是一些鱼类的重要食物来源[42]。浅滩/深潭的顺序性在自然的、侵蚀性的河道中是很常见的。在浅滩上往往有直径较大的砾石或倒木，由于它们的直径较大，不易被一般的洪水所移动，所以相对稳定。而水流对这些大直径的个体或群体不断冲刷，便在它们之前或之后产生深潭[43]。在人为干扰比较严重的河流或人工修建的运河中，由于缺乏这些直径较大的石头或倒木的结构，河道比较通直，水流速度单一，所以浅滩/深潭的结构不多。在这样的河道中，栖息地相对单一，生态功能也就较差。上个世纪以来人类活动对河流形态改变的影响是剧烈的，包括直接的工程措施，如渠道化、建造堤坝、河流改道和管路化，以及间接的土地利用变化，如砍伐森林、密集农业、火灾和城市化等[44]。
倒木对深潭与浅滩构成和泥沙的截留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为物种提供直接栖息地或隐蔽场所，还通过自身降解腐烂为河流提供养分。倒木从河滨植被带进入溪流后，不断与水河泥沙相互作用，增加河流形态和水流速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提高栖息地的多样性，是河流生物多样性提高和维护的基础[45]。但倒木的生态意义是并逐渐认识的，1950年代-1970年代，倒木普遍被认为是对航运、鱼类洄游有阻碍作用，因此在美国的西北部及加拿大西部经常采取的措施是清除河流中的倒木，直到发现清除措施造成河流系统结构简单化，水生栖息地及生态功能退化等不良后果，并从1980年代初开始开展了大量的研究[46]。 
覆盖是由河滨植被带或倒木对太阳辐射的拦截而产生，通常认为其利大于弊。其正面作用是有助于大量枯枝落叶及昆虫掉入河道中为一些水生生物提供重要的能量来源，减轻阳光对河流阳光暴晒从而调节水温，以及帮助一些生物物种躲避捕食者。负面作用是覆盖使温度较低的河流的水温更低，从而影响水生生物的生产力。在我国，许多城市河流为了行洪便利，修筑硬质化河堤，缺少植被的覆盖作用及水-陆界面的物质交换，不利于河流生态功能的发挥。
（2）化学环境
可溶性养分包括许多营养元素以及它们的化合物，其中以N和P最受关注。N是决定生物系统中生物（包括水生生物）生长最重要的元素。河流中的N来自于有机物质的分解、岩石的风化、水生生物的固氮作用及陆地上的淋溶作用，包括铵态（NH4+）和硝态（NO3--N）两种形态。NO3--N对水生生物（如藻类）的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浓度较高时对生物有害。河流中的P是由岩石风化成为可溶性后（无机态）通过生物吸收（有机态）进入系统的。N、P在水体中的浓度过高会导致浮游生物生长过剩，出现河流富营养化。普遍认为城市化引起城市集水区内P含量升高[47-50]，甚至超过农业源的影响[47]。
离子中最主要的有Ca2+、Mg2+、Na+、K+、HCO3-、SO42-和Cl-，是天然水中常见的七大离子，占天然水中离子总量的95-99%，天然水质特征通常以它们的含量及比例来表征[51]。国际上早期对河流水质的研究即侧重于河水中主要溶质的组成、起源及与自然条件的关系[52-55]。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不断加剧，河流中离子含量已不再只受制于自然过程，近年来，研究重点转向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对离子含量的影响及其后果，如全球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采矿、农业施肥、兴修水库和引水灌溉等[55, 56]。
溶解氧的含量（DO）是反映水质的一个重要特征指标，与氧的溶解性（与温度负相关）、气压和生物活动有关。耗氧有机物的分解会导致DO的大量消耗，威胁水生生物的生存。
（3）生物环境
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生物之间互为环境。在河流生态系统中，浮游植物通常称为藻类，是食物链中最主要的生产者。这些浮游植物常被浮游动物食用，浮游动物又被小鱼食用，而小鱼又被大鱼和水禽食用。人类是这个食物链中最高的消费者。
河流的物理、化学与生物环境综合地决定着河流系统中的结构与功能，如生物多样性。河流中的生境与陆地系统紧密相连。如果陆地上，特别是河滨植被带被干扰或破坏，河流中的栖息地指标都会被改变。
[bookmark: _Toc292892141][bookmark: _Toc293242774]2.2.2 河流生态过程
河流参与流域主要的生态过程包括水循环、养分循环、碳循环、土壤侵蚀与泥沙运动、河流形态过程与栖息地等。
（1）水循环
水循环是指流域接受大气降水，降水形成地表、地下径流，径流汇入河道，最终流出流域，以及土壤水分通过土壤表层和植物叶片以气态方式回归大气的整个过程[2]。
（2）碳循环
碳是流域中所有陆地生物、水生生物、微生物生命活动的能量来源。碳循环与水循环密不可分。首先，植物碳吸收和积累的过程与植物耗水，即蒸发过程同步进行。其次，碳在陆地表面运移是通过土壤流失、流域等水文过程实现的。同时，以碳为主的土壤有机质对土壤水文过程有重要影响。
（3）养分循环
营养元素对于生长发育、生化结构、功能发挥起到必不可少的作用。C、N、S来源以大气为主，而其他主要生物化学元素，如Ca、Mg、K、Fe、P则来自岩石风化、分解。流域养分循环就是生态系统中各种元素从大气沉降、矿物风化、生物吸收、积累、转化、分解及排放回大气或随河流流出流域沟口的整个过程[2]。
（4）水、碳、养分循环的相互作用
流域水、碳、养分循环是相互依存、相互反馈的。首先，除了光照和土壤水分之外，养分是影响生态系统光合作用、初级生产力和碳循环的主要因子之一，因此碳循环与养分循环相互作用。其次，因为养分必须溶解后才可被植物吸收，而水是物质、养分的携带者，所以流域水循环控制着养分循环的速率，是了解养分循环的基础。当代“生态水文”（ecohydrology）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这种生态-水文交互作用。如通过研究氮、磷循环，不仅了解生态系统营养、生产力状况，而且有助于了解水、土壤和空气污染（如酸雨）形成过程和来源。又如研究植物光合作用、固碳能力、生长力大小、生态系统结构（如叶面积指数）对降水再分布、系统能量平衡和蒸发散，乃至流域径流过程的影响。
（5）土壤侵蚀与泥沙运动
河流中的泥沙来源于陆地上的土壤侵蚀，其中多于75%的土壤侵蚀在河流网络、湖泊与湿地等水生系统中沉积、其余最终经河网进入海洋。泥沙含量是水质参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美国环保局把泥沙定为最常见的非点源污染物。首先，泥沙携带走大量的营养物质，降低土地生产力，造成下游水体富营养化的发生。其次，泥沙常吸附某些及重金属，使得改善水质（例如水处理）更为困难。再次，大量的泥沙沉积使河道基质组成变细、河宽增加、淤积下游河道和水库，抬升河床，危害水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另外，泥沙沉积使水库与水坝的寿命缩短、降低河流航运能力。
（6）河流形态过程与栖息地
自然河流形态是水力、泥沙、气候、地质与河床基质等众多因素或过程长时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当气候与地质在一定地区被确定时，河流的水力与泥沙运动过程则成为决定河流形态变化最为重要的因素。河流的形态与过程直接影响河流系统中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及生物多样性。
概括而言，河流的主要功能包括栖息地功能、通道功能、调节水量功能、调节气候功能、自净和屏障功能以及休闲娱乐和景观功能等，是通过河流以上的生态过程而实现的。
[bookmark: _Toc292892142][bookmark: _Toc293242775]2.3河流退化的原因及机理
[bookmark: _Toc292892143][bookmark: _Toc293242776]2.3.1河流退化的表征指标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吴阿娜[57]在综合国际上对河流健康状况表征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以理化参数、生物指标、形态结构、水文特征、河岸带状况等表征河流健康状况的指标体系，为河流退化表征的指标体系设计提供了有益借鉴。
对于中国北方河流而言，最根本的退化指标是河流的水资源量。不满足一定量的生态需水甚至断流，将对其他一切生态过程的完成和生态功能的实现造成负面影响。其次是水环境质量，工农业和生活污染造成的水环境质量下降是对我国水生生态系统退化的最大威胁。因此，我国现阶段维持河流健康的首要任务仍为水污染治理与控制，并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转变[11]。再次，栖息地质量是河流退化的重要胁迫因子，它包括河流的形态结构、河岸带状况和生物指标。在水量与水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物群落多样性与生境的空间异质性存在正相关关系[58]。因此，水资源、水环境和栖息地质量是河流退化表征最重要的三个方面。
[bookmark: _Toc292892144][bookmark: _Toc293242777]2.3.2 河流退化的影响因素和机理
国际上许多学者开展了河段、流域、区域、全球等不同尺度的河流研究，分析比较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河流退化的影响，普遍认为相对于自然因素而言，人类活动是造成河流退化更重要的原因。如Vörösmarty[59]分析人类活动对全球水系统的作用机理和过程，认为各种人为因素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水系统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土地利用的变化、河道工程措施、灌溉、耗水损失、水生栖息地的清除以及污染等。Nilsson[60]研究了大坝对大型河流系统的影响，结果表明：超过一半的大型河流系统受到大坝的影响，与那些没有受到大坝影响的流域相比，受大坝影响的流域面临着更大的水问题，以说明人类活动对水系统的影响作用。Gordon[61]通过对比潜在植被情景和实际植被情景下的水汽流变化，分析了由于森林砍伐和灌溉导致的区域水汽流变化规律，说明人类活动对水系统的影响作用。Syvitski[62]比较了现在和人类出现以前两种情形下全球主要河流的泥沙通量变化，结果表明：通过土壤侵蚀，人类活动增加了全球河流中的泥沙输送量，但是减少了到达滨海的泥沙通量，这些泥沙主要被滞留在水库和河道之中。Lautze[63]以详实的数据分析了人口增加、人类活动以及气候变化对水系统的影响，特别指出由于人口增加、人类活动加剧，导致人水关系紧张，需要通过宏观调控，才能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Siakeu[64]分析了日本中部地区人类活动与河流中悬浮物浓度变化的关系，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中人类活动可以在很小的区域内对悬浮物的分布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反映出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变化、集水区管理政策、水污染和侵蚀控制措施之间的协调性。Arrigoni[39]比较了近59年美国落基山脉北部自然的和受人类活动影响河流的水文情势，得出人类直接干预下的子流域的水文情势的变化程度远高于气候变化的影响。
国内对河流退化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如周孝明等[65]借助有关统计资料和实地调研资料，对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资源分配与下游地区来水量减少、生态退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近50年来塔里木河退化主要表现在地表水文解体、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恶化、植被衰败、风沙灾害加剧等5个方面，其根源为流域区域之间水资源分配不均和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产业结构不合理。河西走廊（石羊河、黑河、疏勒河流域）的多篇研究表明[66-71]：河流退化主要表现为地下水位下降，泉水衰减甚至枯竭，径流水量锐减、河流改道、河床干涸，地表、地下水矿化度升高，天然植被衰退，土壤旱化、盐渍化、风蚀沙化等，造成河流退化的主要原因为大量拦蓄地表水，开采过度井水、泉水，用于灌溉，漫灌，纵横交错而又规则的人工渠系逐步取代了自然水系，化肥农药施用过量，禽畜粪便、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大量排放，垦荒毁林，乱采滥挖河道，过度放牧和开荒，以及气候变化等。但国内研究多集中于灌区，对高速城市化等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以定性分析居多，定量研究中趋势变化居多，统计方法应用较少，难以将各种因素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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